
[内容提要]尽管当代中国往往被当作世界社会中的一个“例外”，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的

发展乃是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基于对中国近现代“世界观”的变化的梳理，本文提出三个假设：第

一，在 19世纪末期，对自我的对象化和对世界的外化（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外在实体）是一个关键的转

变，这可能比“国族”观念取代“文明”或者“王朝”概念更为重要。第二，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

一个新的理解，把世界想象成为要主动争取的对象，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手段；

但是这也导致了不切实际的“革命天下”的想象。第三，在改革时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而趋于单一化，同

时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文章最后呼吁发展一个“去中心”的对世界的想象。

Abstract：Despite the fact that modern China has often been regarded as an “exception”，Chinese peopl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ir practices have been part of the universal human history. Based on a historical-sociological re－

view of the notion of shijie（the world）in modern China，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hypotheses：（1）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as embodiment of the universal，along with the relativization of the self，was a

critical shif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probably more critical and fundamental than the replacement of

the tianxia （all-under-heaven）imagination with the modern nation-state notion. （2）The “three worlds”theory

during the Cold War represent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s a fragmented arena for struggles.（3）In the

post-Cold War and reform era，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ironically became simplistic again. The world is

seen as an ontologically empty space to be filled by activities of market and military competitions. In the end，the

article urges for a new，de-centere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
“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 *

[文 / 项 飚 ]

中国 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

30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不可分隔的词组，但

是“改革”和“开放”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于厘清。

改革从边缘（农村）开始，自下而上；开放在局部举

行（特区），自上而下。在早期是改革为主，开放为

辅。到了上世纪 80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开放程度空前。至少

在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可以

说，改革越来越依靠开放来促进。当时在争论要不

要“入世”的时候，赞成派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改

革到了关键时期，光靠内部的力量推动不够，而要

靠进一步的开放来促进更深度的制度创新。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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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的一

个实质性不同就是开放：邓把改革与开放结合在

一起，相辅相成。赫鲁晓夫的改革是闭门的改革，

没有世界视野，没有外力推进，所以他的改革没有

成功。①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逐渐深化的关系，

不仅体现在经济互补、技术转移和制度学习上。它

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构造。“与国

际接轨”、“和世界靠近”，这些不仅是学术研究界

的中心话语，在其他社会经济领域也是耳熟能详。

与世界接轨、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参与世界竞

争，成为不容质疑的目标，成为很多改革政策被合

法化的基础。当然，对开放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自

我的丧失。在世界意识强化的同时是强烈的国族

（中国）意识。所谓“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口号在文艺界甚至工商

界都广泛流行。

“开放”变得如此重要，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在

对什么开放？当我们说“世界”的时候，我们指的究

竟是什么？当然，世界本身是普遍联系的，不管我

们搞不搞改革开放政策，中国都是世界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世界革命

的某种想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主

观世界观”，即我们有没有能力对我们自己所在的

位置进行反思、批判和提出新的想象，从一个自为

的世界进入一个自觉的世界。比如，“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本身不一定不对。但是如果我

们不对究竟何为世界、何为民族作分析，这句话很

可能会把我们带进死胡同，使我们失去把“民族”

相对化、把“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张艺谋可能是中

国当代艺术界最能深谙“越民族越世界”真谛的成

功人士。他早期的作品倾向于根据欧美的审美眼

光选择所谓“民族要素”来表现中国；而到后来，他

更多的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定义何为“民族要素”，

把它们强化并展现给世界。比如他对强权的认可

甚至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民族”

的表现。另外，为了突出“民族要素”，张艺谋的作

品往往偏于形式化，追求视觉冲击力。在他手下，

很多时候中国人除了上天入地的打闹、奇异极端

的习俗，剩下的就只有基本的（有时候是极端化

的）七情六欲；而没有自己的历史感、社会感和思

考能力。张艺谋的“民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基

本经历和问题；张艺谋的“世界”基本上等同于西

方电影市场。张的“民族”无疑成功地走向了世界，

而他的成功与其说是辅助了中国和世界的沟通，

毋宁说是阻碍了互相的真正理解。所以，究竟什么

是世界，这个看似空洞的问题是一个不能轻易绕

开的问题。在我们越来越有意识地和世界互动、越

来越积极地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并且作用

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显然有必要反思自己的世

界观。

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

建立在一个对“普遍世界”和“特殊中国”之间的二

分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规

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的争论中，长期以来我们讲

的都是如何把国际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郑杭

生教授最近提出的“两维视野”是一个具有典型意

义的概括。他说：“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

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

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

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

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

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

维度。我们曾经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

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

面的共同作用。”②于是，世界在上，代表普遍，中

国在下，属于特殊。这种二分法，当然不限于社会

科学界，它也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认知的反映。正是

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开放（对普遍规律的接纳）

才可以成为改革（对特殊情况的调整）的驱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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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措施正名；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越是

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才合乎逻辑。基于这样的二分

视角，特别是基于把世界看作是普遍规律和未来

发展方向的载体的预设，我们衍生出种种更具体

的对当今发展的判断，对政策和社会行为产生重

要影响。

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既是在长时段的历

史延续中形成的，又是冷战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的反映。在本文中，我将分三个历史时期（19

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时期）来回顾

我们世界观的演变，希望以此来对我们的世界观

形成批判性的反思。

一、自我的对象化和世界的外化

“世界”一词，源自我们对从印度传来的梵语

佛经的翻译。“世”是时间，界”是空间，世界乃指无

所不包的宇宙，或者某一生存状态。而我们今天所

说的世界概念，则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根据金观

涛、刘青峰两先生的考证，现代意义的世界概念在

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文中使用，在 20世纪初迅

速普及。③关于中国在 19世纪末期从“天下观”到

“世界观”的转换，中外学界已经有不少论著。我这

里针对现有文献中的两个普遍观点提出问题：第

一，天下观是不是真的那么特殊；第二，从天下观

到与世界观的转化，是不是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

所理解的国族观念和民族主义。通过对这两个问

题的分析，我希望提出国族观念对“文明”或者“王

朝”概念的取代，可能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转变；更

关键的转变是“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把“世界”想象

成一个外在实体。

赵汀阳教授是近年来对天下观作了系统的阐

述的学者之一。他强调天下有三重世界性：即天下

是地理学意义的世界，是表现为民心的集体心理

世界，是表现为世界制度的政治世界。天下理论有

三个基本原则：天下无外原则、礼不往教原则、化

敌为友原则。因此，在天下模式下，“所有地方都是

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以远近亲疏来界

定。”“与本土不同的他乡只是陌生的、遥远的或疏

远的，但并非对立、不可容忍和需要征服。”④天下

观“由文化而泯除种界的区别”⑤，而非通过武力

掠夺。天下因此是一个“一元性等级体制”。⑥赵汀

阳认为，天下和世界的根本不同在于，“天下”所指

的世界是个“有制度的世界”；而西方的，以主权国

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概念，“世界就只是个地理性

空间……只是个知识论单位而没有进一步成为政

治 /文化单位。”天下导致协调、一致，而世界则意

味着潜在的冲突对立、分立无序。一些学者因此认

为，中国在 19世纪末期的剧变可以被归结为西方

国族体系和中国天下体系的冲突。⑦另一些学者

则强调天下这一特殊思想将可能提供另一种组织

世界社会的可能。汤因比认为可以“以中国或中国

统治原理”来统一世界。⑧盛洪要据此“为万世开

太平”。⑨赵汀阳、王铭铭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天下

观可以帮助解决当今国际冲突。

那么，天下观念是不是真的那么特殊？首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国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

前，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无限延伸的空间想

象可能是相对普遍的。东南亚著名的“曼荼罗”政

体就是例子之一。曼荼罗（梵文 mandala）是以祭坛

为中心的一系列的同心圈。在曼荼罗政体中，掌握

神权的统治者居于中央，他对社会控制程度，社会

对他的忠诚程度，以及地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都

从中心到边缘逐步稀释。在这一政体中，中心是

绝对明确的，边缘地带是模糊的，而现代意义上

的“边界线”是不存在的。唐姆比亚称之为“星云

政体”⑩；也有人称之为“灯泡政体”：国王是灯泡，

亮光逐步消退于黑暗之中。和天下概念相比，灯泡

融政治于宗教，更具有道德性，形而上学的意味更

浓。吉尔兹描述的“那轧拉”（梵文 negara，意为王

法 学 与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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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体与此类似，“那轧拉”不通过实际的政治、

经济或者军事手段控制疆域和人口，而是通过一

系列居于中心、向外衍射的文化和仪式表演来整

合政体。他因此称之为剧场国家。輥輯訛

其次，历史地看，天下和现代国家观念也不是

完全没有相通之处。我以为，作为世界想象方式的

天下观本身并不特殊，但是中国的特殊性可能在

于：它在很早就把这个想象系统化、理论化，更重

要的是，它大范围、长时间运用这个观念来指导统

治实践。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靠什么来贯彻、维

持他们的天下想象呢？他们显然不是完全依靠道

德教化，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很具体的

操作手段和政治策略。比如，在最早系统概括中国

早期政治空间想象的《尚书·禹贡》中，天下由“九

州”和“五服”两个维度组成。九州是地域上的划

分，和现在的区域划分没有什么区别。而五服是组

织空间区的制度性原则。简言之，所谓五服，就是

从京师出发，向四面辐射，每五百里为一“服”区，

每一服的文明程度逐渐降低，和中央的差异越来

越大。五服因此和中央有形成不同的朝贡关系。

“九州”这一区域划分原则和“五服”这一制度组织

原则交叉互补，整体的邦国得以建立并被有效统

治。这种通过非常具体的地域化的原则来组织权

力的做法，和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Edward Wang指出，“天下”在实践中乃是真实的

地域政治关系的反映。他认为从北魏开始，人种意

义上的“汉—夷”之辨在中国政治中不再占主导地

位，而空间意义上的“中国”和“边疆”的关系变得

更重要。輥輰訛谁占据了“中国”（中原）这个空间领土，

谁就具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所以，天下观念不

再是无边无际的形而上学的观念，而是被空间化

了，形成了具体的地域依托，这正是现代国家的主

要特征之一。

我以为“逐鹿中原”这个说法是对中国政治历

史的一个很好概括。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政治中

“中心崇拜”的倾向。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首先是

一个空间概念，但是这个空间概念获得了巨大的

文化和道德含义。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这个“中心崇

拜”。另一方面，中原必须通过“逐鹿”而得，必须通

过具体的，而且通常是残酷的，官僚和军事体系来

保护。道德教化和“安抚”策略不是没有，但是需要

和军事力量并行实施。费正清指出了中国王朝在

维持天下想象时运用的多种技巧。輥輱訛最近卡拉汉

在评论国内对天下这一概念的讨论时也指出天下

背后所隐藏的暴力性。輥輲訛在历史上，中国内部的战

争和暴力冲突很可能不比在欧洲的国家之间、宗

教之间的战争少。“无外”原则绝对不意味着没有

暴力和镇压，而很可能只是把暴力关系内部化了

而已。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之间的转化关系可能

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变化的一个主要线索。

再有，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天

下模式下并不是对“天下”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徐光启对世界的兴趣在地理上是超越了天下

的范围的。就知识信息而言，中国人并不是在天下

观崩溃之后才“发现”了更大世界的存在。最后，赵

汀阳所谓的天下是制度、世界是空间的说法也令

人费解。独立主权国家显然是一个制度概念。所不

同的是，天下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教化式的秩序

概念，它通过对文明程度的高下排列而形成秩序；

而现代的世界观念则强调程序化的秩序，通过对

普遍规则的建立而避免冲突、解决问题。道德化的

秩序当然也要靠程序维持，程序化的秩序当然也

要靠道德观念以合法化。天下和世界代表两种组

织原则，但是不能说一个是实，一个是空。

我强调“天下”和“世界”的差别不是那么绝

对，并不是要否认中国社会在 19世纪末期所经历

的思想变化的剧烈性和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以为

19世纪末的思想变化的重要程度超出了“天下”

和“世界”之别，其剧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自我的

对象化。天下观中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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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无限延伸，无所不包。在天下观下，自我是

绝对的，不能被相对化和对象化。如前所述，中国

人在天下时期已经意识到世界的存在，这是不是

可以被看作中国的“西方学”？輥輳訛我以为像《山海

经》、《大唐西域记》等文献和欧洲的“东方学”，至

少是萨德意义上的东方学，有本质的区别。欧洲的

“东方学”在表面上是关于东方的知识，但其真正

关怀是欧洲自己，是要建立欧洲和非欧洲的联系，

从而树立一个对欧洲自己的叙述。中国历史上对

异域的兴趣可能主要是出于知识和信息上的好

奇，而不涉及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涉及对新的

世界秩序，特别是对自我的想象。他者要么是自我

的扩展，要么是有待吸纳的对象。不像欧洲的东方

学学者，中国的学士没有把在边缘的对象当作外

部或者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了解来形成对自我的

认识。能不能把自我对象化，我以为是传统天下观

和现代世界观的一个本质区别。

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把以自我

为中心的天下、天朝观念击得粉碎。中国的知识分

子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不是世界的中心，反而自

己根本在“世界”之外。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变法改

良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要以自我为本，但

是随着危机的深化，随着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认

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日益激进，觉得中国非彻

底改变而不能生存。自我的对象化达到了极端，体

现为对自我、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号召“打倒孔家

店”。康有为在 20世纪初称，统治中国千年的“化

夷之辩”要彻底改写，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之中，欧

美是代表文明和进步的“诸夏”，而中国则应该被

视为“准夷狄”或“半野蛮”！輥輴訛日本的“脱亚入欧”

论在逻辑上有相似之处，即把自我彻底对象化，不

仅成为认识和反思的对象，而且成为批判和改造

的对象。

和对自我的相对化相对应，“世界”则被绝对

化和外在化了，即世界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可抗

拒、高于自我的绝对实体。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

指出，在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变中有一个重要

的过渡概念，即“万国”。万国在地域范围上和世界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万国在当时被理解为“天

下万国”，即万国是天下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万

国体现了知识范围的扩张和在形式上对民族国家

的认识，但是并没有直接触及自我和世界的关系

问题。只有当“去中心化”之后（金、刘援引的一个

重要的“去中心化”例子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

现了去敌国学习的高潮），万国才变成了世界，实

现了一个质的转变。罗志田教授指出，在 19世纪

末期的中文语境中，“世界”经常仅指西方列强，而

中国是在世界之外。輥輵訛“世界”指的是活跃的、进步

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引导人类社会变化的那个

部分。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论述还是马克思主义革

命理论，都是欧洲为中心的，因而欧洲被表达成是

有丰富历史的、高度动态的、不断前进的、代表着

世界未来方向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则是静态

的、凝固不前的，中国成为被改造、甚至被抛弃的

对象。梁启超 1902年的影响巨大的《新史学》是一

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其“新”是绝对当之无

愧的。对世界的这一想象，和对历史的启蒙主义式

的理解，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进入世界等于加入进步的历史过程。被绝对

化和外在化了的世界，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

而且成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载体。孙中山的名

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

这一世界观的一个典型反映。“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的说法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

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

逆之者不死则亡”。很明显，这句话原指自然规律、

特别是时节法则不能违背。但是到了孙中山那里，

不可违背的历史和社会法则通过世界这个空间概

念表达出来。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把哲学上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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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律概念、抽象的历史逻辑以及具体的地理想

象（归功于新的航海技术和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结合起来，通过空间的叙述建立了一种历史的宿

命。这和早先士大夫讲述天道人伦很不一样。比起

纯粹的哲学和历史的演绎，空间概念的引入让人

们看得见、摸得着，使得规律显得更加“实证”，必

然更加“必然”。

现在的绝大多数论著认为，从天下到万国、到

世界的转变是和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紧密地、甚

至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下，

富国强兵、建立一个自主强大的现代国家、自立于

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成为革命和现代化的首要

目标，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事实上可能要更

加复杂。国族意识当然很重要，但是 19世纪末、20

世纪初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中，民族国家

并不一定是首要的社会目标。很多政治运动，从无

政府主义、到共产国际运动、再到国内的社会主义

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国族观念的。陈独秀

称国家为“骗人的偶像”。輥輶訛蔡元培主张超越“国”

和“家”的局限，全人类应该联合起来战胜自然。梁

启超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第一人

的，呼吁要变朝廷意识为国家意识，但是他只把

“国”是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级”，是一

个过渡，他后来日益向世界主义靠近。輥輷訛唐小兵认

为梁启超的全球意识———他对法国革命、德国自

由主义、匈牙利的独立、意大利的建立都有强烈兴

趣，更不要说对日本、美国和英国的了解———导致

了他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同时也使得他最后

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輦輮訛确实，对许多中国早期的

仁人志士来说，建立自己的国族不是唯一的、甚至

不是最重要的救中国的手段，而是要让中国人民

直接参与到世界性的革命中去。他们追求的，不是

去效仿西方的国族逻辑，而是要超越这一逻辑本

身。革命理解、世界主义和国族意识的关系在早期

是复杂的。

根据对这一历史的认识，我们可以假设性地

区分两种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意识。一是相对的、

开放的、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二是绝对

的、内向的、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

义都建立在现代的世界观之上，都承认民族国家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但是相对的民族

主义把国族当作工具性的容器，把国族看作全人

类更大的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国族是个人和世

界的一个中介；而绝对的民族主义把国族的建立、

维持、强大本身看作是目标本身，无法接受历史的

偶然性（绝大多数现存的国家都是因为历史上的

诸多偶然因素才成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哪

个国家是“必然”的、神定的），更难以想象未来国

家的消解或者变异。绝对的民族主义不仅视世界

是潜在危险的，而且倾向于认为敌对是必然（即，

如果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信奉绝对的民族主义，那

么自然大家各不相容）。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这两种民族主义同时存在，此起彼伏，互相交叉，

对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很明显，和

社会主义革命相关联的，是相对的民族主义。社会

主义是世界主义，不是为中国而中国。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三个世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早期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具

有极强的国际主义意识，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

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

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至今，在官方定义

中，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

国主义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而，毛泽东思

想首先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对中

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的领袖之一而不是一个国族的英雄。但是这一建

立在高度的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革命，却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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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族化”而获得最后的成功。至少有四个历史

事件构成了在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国族化”的过

程。第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

员，共产党内认为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在此之前错误估计形势，造成了党的重大损失。苏

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开始动摇。第二，1935年的

遵义会议是官方正史中的关键事件，这当然有事

后神化毛泽东的用意，但是遵义会议批判了李德，

确立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意味这社会主

义革命的“本土化”。第三，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

作，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救亡取代启蒙”，社

会主义理想中对个人解放、社会平等的追求让位

于对“民族”整体生存的忧虑。第四，1943年共产

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没有

太大影响，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们已经相当深入地

本土化了；但是其解散反映了革命在世界范围经

历了普遍的国族化和地方化。这样，尽管教科书上

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在

中国真正占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乃是国族化的革

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在革命“国族化”的过程中，中共逐渐形成了

“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话语框

架。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具体的辩证

思想，给了这个话语极大的理论支持。但是这个话

语在一定意义上近乎文字游戏。究竟什么是世界、

普遍、必然，什么是中国、具体、特殊，没有人能真

正说清楚。它的真正功能可能有两个：第一，为官

方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一个宽泛又方便的框

框，几乎可以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凡是执政者想做

的，都是“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

的结果，是不是先后矛盾没有关系。第二，和本文

关系更密切的是，它提供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关

系的又一种解释。中国现在是在世界之内、世界之

下，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具体案例。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泽东的具体行动和

政策，他对所谓世界规律并没有多大兴趣。在毛眼

里，世界总是分裂的、动荡的，中国要根据具体的

世界动态而动，而不是跟着所谓普遍规律走。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就预见到世界将分化为美、

苏两个阵营，一部分国家将居于二者之间，形成

“中间地带”。但是毛认为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

可能进入中间地带，而必须“一边倒”。到 1969年，

始于 50年代末的中苏关系的裂痕公开化了，到了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毛把中国列入了中间地带。毛

泽东在 1973年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又提出“一条

线”战略。毛说自己要在地球上划一条横线，联合

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反苏遏

苏。毛最有影响的世界想象当然是关于对三个世

界的阐述。他在 1974年 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

达时首次提出这一思想。1974年 4月，邓小平在

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

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

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

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中间地带、一条线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彼此之

间不是没有矛盾。中间地带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划

分，一条线是对真实地域政治的对策性建构（这一

对策是不是明智，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三个世界

则既是现实主义的概念，又是理想主义的，既是一

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又是关于政治关系的思

路。三个世界理论一方面要超越当时的冷战思维，

因为第三世界要拒绝在政治上和在军事上做两个

超级大国的棋子；在另一方面，和不结盟运动相

比，第三世界又特别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

它既考虑到“东—西”关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阵营的关系），又考虑到“南—北”关系（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74年联合国提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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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南南合作；和毛的三个世界

理论有相通之处。

一些进步的人类学学者曾经抨击“第三世界”

这个概念。比如著名人类学家沃尔夫认为第三世

界这个标签是在殖民主义之后，西方社会又一次

以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标准，对人类社会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根据其他社会和西方

的相似程度），而进行排序编号的作法。西方再一

次被置于人类发展序列的顶峰。被称为第三世界

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被抹杀，统统被想象成一团

整体，都是落后的、灰暗的、充满贫穷、疾病和需要

拯救的。輦輯訛当我看到这些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批评

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们自己身处第三世界，觉得

这个说法就很好，具有重要的动员力量。我们依靠

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世界政治新秩序的

建设。1971年，正是在众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

支持之下，中国重返联合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联合国内

部，77国集团（在国际外交界经常被称作“77个兄

弟”，指联合国成员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并不

是一个正式成员，但是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行

动，办成了不少事。所以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

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

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

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

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

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

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是比较相对的、外向的，

即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

手段，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官方强调的

也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结合。在当时对阶

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强调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意

识并不强。但是，这样的世界想象中又穿插着一定

的革命化的天下想象。上世纪 60年代初，毛泽东

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60年

代中国外交战线上要搞“四面出击”，甚至提出“世

界革命”的口号，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东南亚地区的

革命输出。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聂元梓等人

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俨然要开

辟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红卫兵的口号是要把红

旗插到白宫。虽然当时革命化的想象把世界想成

一个动态的格局，但是却无法有效地理解世界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即认定自己必然是正确的，整个

世界都必须革命，和自己不一样的都是有问题的。

以革命老大自居，逐步导致了封闭自守。

三、改革时期

到了上世纪 70年代末期，革命天下的想象遭

到了打击，中国人民又一次痛切地猛然认识到自

己远远落后于世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对外

开放相当有限，主要局限于国家干部和少数公派

学生去美、欧、日考查和学习。但是有限的对外开

放大大促进了对内改革。自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

给了高层很大的刺激。可以认为，对外在世界的重

新“发现”、政治高层对“文革”的否定、以及底层农

民的生存危机，是促使高层领导决心改革的主要

原因。

在讨论改革时期的世界观之前，我们需要注

意到，这个时期的关于“世界”的话语主体发生了

重要变化。现在，不仅是学者、外交人员和意识形

态官员关注世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

对世界也发生空前的兴趣。在关于对世界问题的

讨论中，不再是所谓专家、官员在引导观点，而是

专家、官员要应对大众观点，有时候甚至被大众推

着走。现在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全社会都是世

界观的塑造者。和这一话语主体的多元化紧密联

系的，是信息来源的空前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

下，对世界的想象和对国内政治的理解越来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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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民族主义究竟是对外还是对内已经完全

混合。但是这并没有必然带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的多样化。相反，我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世界观的基

本特征是，第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趋于单一化而

不是多元化；第二，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

化和简单化。

当我们刚刚再次打开国门时，当时的世界格

局还是相对多元或者说是分裂的。当时中国和第

三世界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苏联、东欧还是社会

主义，东亚新兴国家和日本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别，

北欧、西欧、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典型西方国家内

部也有重大区别。上世纪 80年代的多样的思想争

论，和这样的世界格局以及我们对世界多样化的

注意是有关系的。当时，我们对所谓的日本模式、

东欧模式（比如匈牙利道路、波兰道路）、北欧模

式、美国模式都有不小的兴趣，而且从自己的情况

出发对它们作分析性的比较。

但是在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后，我们对世界

的理解和兴趣可能反而变得单一了。1989年苏东

剧变、柏林墙的倒塌，确实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

“历史的终结”的效应。世界重新变成了一体。世界

不再是一个场域，而更像一个实体。在日常话语和

意识中，美国基本等同于世界。尽管中国和第三世

界国家的经济交往在客观上是深化和扩大的，但

是社会上对它们的关注和兴趣不但没有提高，比

较于 60年代和 70年代反而下降了。90 年代的

“小语种”危机，即很难招到学生来学习波兰语、越

南语和非洲的语言等等，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倾向

于把全世界想象成一个自由市场的载体，而且似

乎世界已经找到了历史的必然，别无选择。在这里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知识信息的积累和世界观的深

化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各国的风土

人情日益感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各个

文化各个社会理解为能动的历史主体。我们对世

界上不同国家和文化在信息上的了解增强了，但

是对世界发展变化的复杂内在动力的理解简单化

了。

这一世界观的单一化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特

有的现象。印度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从典型的

殖民地转变成新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甘地的反

现代性的东方哲学，和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和民

主社会主义理想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但是到上世

纪 90年代，这些理想主义几乎消失殆尽。人们宁

可相信国际、国内政治无非是赤裸裸的权力竞争；

理想主义是天真者的代名词。曾作为反殖民主义

运动中重要思想武器的甘地的东方文明论依然还

有市场，但是几乎被彻底非政治化了，成为和瑜

伽、吃素等表象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

一个单一化的世界想象并不是一个平坦的、

无中心的世界想象。相反，“中心”变得特别重要。

西方学者经常批判中国学者的“中国中心论”（特

别在对亚洲历史的叙述上），在我看来更加有问题

的是“中心中心论”，即有意识无意识地认为人类

历史总是由特定的中心主宰的。中国中心论有时

候无非是这个认识框架的具体化而已。当然，在任

何空间想象和地理叙述中，中心都是重要的。但是

中国长期的天下模式和朝贡制度的实践，一系列

对中心的想象，有可能造成了特别强烈的“中心崇

拜”。天下概念主要是靠中心来维持的，边界是不

确定的，五服、六服、九服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中

心。中心包括中原地域、儒家经典、正统的皇朝礼

仪。中国的历史是对中心争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

叙述是对中央的叙述。虽然改朝换代，这个中央保

持不变，从而在叙述上呈现出人类历史很少有的

连贯性。而在边缘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难以

想象的，就是不值得生活的。

历史地看，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中心，到 19

世纪认定西方是中心，到 1960年以后又认为自己

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到 1990年以后以美国为中

心，思维围绕中心转。这些中心的存在既是客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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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又是主观建构的结果。美国的中心地位当然是

靠着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媒体和经济力量来支持

的。但又是我们给它“抬”起来的。从 2008年后期

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单一中

心的世界观的结果。危机看起来源于美国，但是如

果没有中国的过度生产，特别是中国的大规模对

外借贷，美国也不可能如此过度消费和过度投机。

人人都以为美国倒不了，大家都愿意向它投资借

债，鼓励美国可以拿别人的钱花。结果在美国陷入

危机之后，我们还得扶着它，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扶

上了中心的位置，如果它倒了，影响面将会太大。

现在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

一中心观的延续：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新的中心，甚

至取而代之成为唯一的中心。中—美关系被认为

是决定世界走向的关键。这一点美国的学者谈得

最多，因为他们也是中心论者。但是很多国家，特

别是北欧国家，弹丸之地，在主观上也明确把自己

定位为边缘，但是在世界事务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大片的沉默着的真

正的边缘，比如整个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许多地

方。他们究竟怎么想？当权者———或者是把自己想

象成当权者的观察者———总希望会当凌绝顶，看

高耸入云的孤峰，认为山峰决定了地貌；而事实上

是山底无数石块、泥土和植被托付着山体。为什么

不能根据山底的丰富景观来构想我们身处的地

貌？为什么一定要气喘吁吁往顶上爬，高处不胜

寒，而不去欣赏、呵护或者干脆加入山麓美丽的树

林？有没有可能把边缘的话语组织成世界话语？

毫无疑问，在社会科学界，所谓的“和世界对

话”在实践中意味着和中心对话。大多数学者对边

缘的情况、特别是来自边缘社会的观点没有兴趣；

很少人会去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

的学者对话，更不要说尼泊尔、斯里兰卡、斐济这

些小型国家了。在教育界有重大影响的“211工

程”，要在中国建设 100所“世界一流”大学。但是

什么叫世界一流，显然是根据中心国家的标准来

界定的。刘少杰教授指出，社会学思想在发端之初

在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但是后来中国社会学过

高估计西方社会学的普适性，通过简单移植西方

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正是这一和中

心对话的欲望，使中国社会学本身在中国社会边

缘化。輦輰訛

和对世界的理解的单一化联系在一起的，是

对自我的理解的内化。所谓“内化”，我指的是靠文

化意识、个人修养等内在特质来界定自我。所谓心

性问题、人生问题、文化问题越来越引起注意。为

说明这一内化的趋势，我们可以对在上世纪 80年

代风行一时的新儒学和在 2000年以后的论语热

及“大众儒学”之间作一个对比。80年代的新儒学

起源于海外和境外（港、台）。新加坡的李光耀要借

这个说法强调经济发展中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甚

至是等级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也想向西方证明所

谓的“亚洲价值”。亚洲和西方的学者又把这一话

语放大，借此寻找所谓非西方的现代性，证明新儒

学可以促进现代化。这一版本的新儒学，到 1990

年后期基本失去说服力。人们不再对“非西方的现

代性”感兴趣，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不仅在中国，

同时也在许多其他国家）认为，要成功，在经济上

必须要走美国之路。打一个粗略的比喻，在 80年

代，我们对世界的想象有点像国际电影节，大家努

力展示自己有特色的东西，大家有时候甚至不在

乎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可沟通性；而到 90年代，大

众的世界想象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要用

一样的规则来竞争、用一样的标准来评判，强胜弱

败，胜者为优，汰者为劣。在这一情况下的论语热

和大众儒学就和 80年代不同，它不再是关注替代

性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再试图寻找新的发展和生

产模式，而成为自我认同、修身养性、心理调解的

话语。所以“内化”。

当我们靠这内化了的儒学论述来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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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界定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文化也就被神秘化、本

质化和绝对化。这和在冷战之后一些宗教原教旨

主义的兴起，在逻辑上是有关联的。亨廷顿的文明

冲突论在结论上耸人听闻，但是其假设不是一点

道理没有。当世界被单一的经济和政治逻辑所统

治，当人们越来越依靠所谓的文化和宗教来寻找

生命的意义，甚至要把文化和宗教当作捍卫自我

尊严的武器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文明绝对化。像

“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愤青们的逆反性的民族主义

是我们把世界外部化、自我内化的一个后果。由于

看不到整体世界的复杂性，看不到中国和世界之

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我们不仅把自己和世界

的分化绝对化，而且把它情绪化。中国青年群体羡

慕美国同时又痛恨美国的情绪，在追求西化和崇

拜国学之间的摇摆，正是我们当前世界观的反映。

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汪晖等学者把中国和世界放

在一个历史和结构的背景下考查，从而把世界内

部化，其意义是特别深远的。

总之，我们要突破物化的和外化的世界观。所

谓“世界”，乃是多个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

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凸显现象，是由一系列联系、一

系列互动过程组成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稳定

的、超越地方和主宰地方的世界规律和世界理论。

这意味着，如果不关心具体的、多样的、不断变化

的他者，不仅在认识上容易自我中心化，也会把

“世界”这个概念泛化、抽象化、固有化；这样一方

面只强调自我，要逞强，对别人的批评甚至评论格

外敏感，另一方面又把“自我”处理成世界的被动

的组成部分，只会大声说“不”，时刻准备着自尊心

受伤，而不能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同时，我们必

须突破以中心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要挑战现有

的中心霸权，但是不一定要取而代之。一个人人都

把眼睛盯在中心上、要进入中心的世界是危险的，

甚至会是灾难性的。

*本文中的一些想法得益于与汪晖、杜赞奇

等教授的讨论。本文的草稿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

30年”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

心、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报告形式发表。2009

年 7月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访问教授期间对文章

作了最后修订。感谢对文章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各

国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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